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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守青少年是指因双亲或单亲长期在外打工而

留守在家的青少年，经常被归为广义的留守儿童。

亲子分离的不利处境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受

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。研究显示，与非留守儿童

相比，留守儿童有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[1，2]。自伤

作为一种与情绪问题密切相关的非适应性行为 [3]，

与多种心理障碍有显著的关系 [4]，而青少年是自伤

的高发人群[5，6]，因此考察留守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及

其发生机制是必要的。

一般而言，自伤（self-injury）是指在没有自杀意

图的情况下，个体故意、反复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，且

这种行为不为社会所认可[7]。自伤的背后往往意味

着当事人经历着强烈的负性体验[8]。体验回避模型

（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，EAM）认为自伤的主要

功能就是为了回避或者逃脱不愉快的情绪体验，当

个体通过自伤达到了缓解消极情绪的目的时，这种

行为就被负强化，一旦个体再次出现不愉快的情绪

体验时，自伤也会再次自动出现 [9]。由于消极情绪

与自伤之间的密切关系，消极情绪经常被当成评估

自伤功能的主要指标[10]。

然而，消极情绪体验不会必然导致自伤行为的

出现，在面临消极情绪的困扰时，有些人选择自伤，

而有些人却选择其他行为。这说明消极情绪体验与

自伤的关系只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发生。根据Mag⁃
nusson和Stattin提出的“人-情境交互作用理论”，一

种行为的发生往往是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生活环境

共同作用的结果[11]，所以本研究也将从人和情境两

个方面探讨消极情绪影响自伤的条件。

自伤的情绪管理模型认为，个体之所以通过自

伤来缓解情绪，是因为其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能力
[12]。情绪表达不能是情绪管理能力缺陷的一个典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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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，患有情绪表达不能的个体难以通过言语表达、

释放或传递情绪感受，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自伤行为
[13，14]。那么，这是否意味着良好的情绪表达能力能

够有效调节消极情绪与自伤的关系？情绪表达性是

个体根据其情绪体验而出现的典型的行为变化，包

括面部的、言语的、肢体的[15]。研究显示，善于表达

情绪的个体很少有抑郁倾向；抑制负性情绪会有更

多的痛苦[16，17]。因此，本研究推测，情绪表达性对消

极情绪和自伤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。

家庭因素是造成青少年自伤的另一重要因素。

人际或系统模型强调自伤是个体所处的家庭或环境

功能失调的结果，糟糕的家庭环境会无意中支持或

强化自伤行为[18]。研究显示，父母冲突、家庭无效环

境、家庭功能失调等都是自伤行为发生的预测因子
[5，19，20]，而良好的家庭功能却能显著的负向预测青少

年自伤[21]。家庭功能是指家庭系统中成员的情感联

系、家庭规则、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
[22]，与青少年的情绪健康和问题行为都有显著相关
[23，24]。由此，本研究假设，家庭功能在消极情绪与自

伤之间有调节作用。

综上，考虑到留守青少年情绪和家庭环境的特

殊性，本研究将重点考察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

伤的关系，并试图揭示个体的情绪表达性与家庭功

能在其中的作用机制，以期为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

的有效预防和干预提供思路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被试

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湖南长沙、湘潭和怀化抽取

566名留守青少年，其中，男生 284人，女生 282人；

初一141人，初二40人，初三78人，高一142人，高二

123人，高三 38人，缺失 4人；年龄 10-19岁，平均年

龄为 14.35±1.86。抽取 561名非留守青少年，其中，

男生277人，女生279人，缺失5人；初一110人，初二

56人，初三 65人，高一 152人，高二 147人，高三 30
人，缺失 1 人；年龄 10-19 岁，平均年龄为 14.34±
1.94。对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被试人口统计

学的差异分析显示，二者在性别（χ2（1）=0.01，P=
0.905），年级（χ2（5）=11.09，P=0.051）和年龄（t=0.15，
P=0.884）上均无显著差异。

1.2 工具

1.2.1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（Adolescents self-Harm
Scale） 由冯玉在已有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，包括

18个条目和1个开放式问题[25]（本研究中，由于第19

项无人填写，故只统计了前 18个条目的结果）。对

自伤次数的评估为4个等级：0次、1次、2-4次和5次
以上（含5次），计分依次为0-3分；对身体伤害程度

的评估为 5个等级：无、轻度、中度、重度和极重度，

计分依次为 0-4分；根据自伤时的频次和对身体平

均伤害程度的乘积来综合评估自伤水平，自伤水平

是否为0作为判定有无自伤行为的标准。问卷内部

一致性信度为 0.85，且效度良好。为了更准确地测

定青少年时段的自伤，本研究将自伤发生的时间限

定为1年以内。本研究中，总量表的α系数为0.91。
1.2.2 情感量表：正性情感、负性情感、情感平衡

由范肖冬等在 Bradburn编制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

成，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分量表，各含5个
条目，常用于测查一般人群的情绪体验[26]。本研究

使用其中的负性情感量表测查青少年的消极情绪，

该量表的项目间相关为 0.38至 0.72，重测一致性为

0.81[27]。本研究中，量表的α系数为0.75。
1.2.3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（FACES
II-CV） 由Olson 等在1982年编制，后由费立鹏等

修订成中文版[28]。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，用于评价

两方面的家庭功能：①亲密度，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感

情联系；②适应性：即家庭体系随家庭环境和家庭不

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。量表采

用5级评分“1=不是，5=总是”，分数越高表示家庭功

能越好。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[27]。本研

究使用量表总分作为衡量家庭功能的指标，总量表

的α系数为0.89。
1.2.4 情绪表达性量表 由Kring，Smith 和Neale在
1994年编制，陈会昌等译定并修订而成[29]。量表包

括两个维度：“乐于表达”维度有6个项目，采用正向

计分，“抑制表达”有11个项目，采用反向计分；共17
个项目。量表采用5点计分（1=从不，5=总是），总分

越高表示个体越乐于表达情绪。已有研究表明，该

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[16]。本研究中，总量表

的α系数为0.82。
2 结 果

2.1 留守青少年与非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分析

将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生

率和自伤水平进行比较，结果显示，留守青少年中有

自伤行为（即自伤水平得分>0）的比率为 36.2%，非

留守青少年的比率为 30.2%，二者差异显著（χ2=
4.62，P<0.05）；留守青少年的自伤水平（9.09±12.90）
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的自伤水平（6.47±7.86），t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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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09，P<0.01。

由于自伤留守青少年分布到 6个年级后，有些

年级的人数过少，所以将年级这一变量合并成初中

和高中。采用 2（性别）×2（年级）多元方差分析，探

讨自伤留守青少年的自伤水平得分在性别和年级上

的差异情况。结果显示，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以及

性别×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（P>0.05）。
2.2 自伤留守青少年消极情绪、家庭功能、情绪表

达与自伤水平之间的相关

以有自伤行为的留守青少年为被试对各变量进

行相关分析，结果（如表1）显示，自伤水平与消极情

绪显著正相关，与家庭功能、情绪表达显著负相关；

消极情绪与情绪表达显著负相关。其他均不显著。

表1 留守青少年的消极情绪、家庭功能、

情绪表达、自伤水平的相关分析（N=205）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
2.3 家庭功能和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

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

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家庭功能和情绪表

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关系的调节效应。为了减

少变量间的共线性，将消极情绪、家庭功能和情绪表

达进行中心化处理，并分别计算出自变量与两个调

节变量的交互项。先检验家庭功能的调节效应，在

分层回归时将中心化的消极情绪和家庭功能放入第

一层，将消极情绪×家庭功能放入第二层。结果显

示，交互项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，β=-0.13，
P=0.08，提示家庭功能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

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。

通过同样的程序对情绪表达在消极情绪与自伤

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，结果（表 2）显

示，交互项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显著，β=-0.24，
P<0.01，提示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

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。

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分析情绪表达对消极

情绪与自伤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趋势。根据情绪表

达的得分，将高于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自伤

留守儿童分为高、低组，同时画出情绪表达的调节示

意图（如图 1），并对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。

结果显示，在低情绪表达组中，消极情绪对自伤水平

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（Simple Slope=0.47，P=

0.01），而在高情绪表达组中，消极情绪对自伤水平

的预测作用不显著（Simple Slope=0.29，P=0.11），意

味着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与自伤之间的关系受情绪

表达能力的调节，情绪表达能力越高，消极情绪对自

伤的影响越小。

表2 情绪表达在消极情绪与自

伤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

图1 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与留

守儿童自伤水平关系的调节作用

3 讨 论

本研究发现，无论是自伤发生率还是自伤水平，

留守青少年都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少年。这与以往研

究结果是一致的。徐志伟等发现，留守中学生偶尔

自伤行为和反复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非留

守中学生[30]。徐云等的调查显示，留守青少年的自

伤行为总体上有相当高的发生率，并呈反复发生倾

向，具有青春期高发、自伤行为前高冲动性、少数青

少年自伤行为前喝酒或吸食毒品、自我伤害行为无

痛觉等特征 [31]。作为一种情绪管理的非适应性方

式，自伤可以被认为是个体情绪问题的集中体现
[3]。这意味着自伤者往往缺乏有效的情绪管理能

力。王玉龙等的研究显示，亲子分离时间对留守儿

童发展情绪调节能力有明显的调节作用[32]。因此，

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这种高发性和严重性在某种

程度是其情绪问题的反映。

消极情绪与自伤的联系得到了大量相关研究的

证实[33]，本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。无论是情绪

管理模型，还是体验回避模型，都认为自伤是个体解

决消极情绪困扰的有效途径。这一点隐含的一个基

消极情绪

家庭功能

情绪表达

自伤水平

M
2.53

88.47
48.36
9.09

SD
1.29

20.03
11.56
12.90

消极情绪

1
-0.12
-0.27**
0.28**

家庭功能

1
0.06

-0.15*

情绪表达

1
-0.29**

步骤

第一层

第二层

预测变量

消极情绪

情绪表达

∆F=14.76
消极情绪×情绪表达

∆F=12.08

β
0.21

-0.14
∆R2=0.13

-0.24
∆R2=0.05

t
3.14**

-1.92

-3.48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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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假设是，如果个体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自伤的这

种情绪功能，自伤行为就会减少或者消失。情绪表

达能够有效地缓解消极情绪体验，是一种更具适应

性的情绪管理方法[17]。本研究显示，情绪表达能够

有效调节消极情绪与留守青少年自伤的关系，当个

体具有较好的情绪表达能力时，消极情绪与自伤的

关系不显著，但当个体的情绪表达能力较差时，消极

情绪与自伤有显著的正相关。这一结果很好地印证

了自伤作为一种情绪调节方式存在的观点。

本研究也考察了家庭功能对消极情绪与留守青

少年自伤行为的调节作用，但结果不显著。Bai等认

为温暖和支持的家庭互动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和生理

应激反应，能够促进孩子形成积极的情绪体验和情

绪表达[23]。然而，相对于情绪表达能力，家庭功能毕

竟只是导致个体自伤的远端环境因素。如果这一因

素最终没有转化为个体自身的素质（如良好的情绪

调节能力），即使有较好的家庭功能也不会影响消极

情绪对自伤行为的作用。这就意味着，对于留守青

少年自伤行为的干预，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家庭角

度，都应该以改变其情绪调节能力为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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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性认知功能损害以记忆和流体认知（如概念形成、

抽象思维、解决问题）受损严重，一般来说，主要表现

为信息加工缓慢、抽象思维和解决问题缺陷，学习困

难以及视空间能力下降等[10，11]。

相关分析显示，酒依赖者认知功能损害的严重

程度与持续饮酒时间有关。饮酒时间越长，其视空

间执行、抽象概括、记忆能力就越差。既往研究同样

发现酒依赖患者饮酒时间越长，认知功能损害的程

度越严重[2，4]。本研究同时发现，每日饮酒量亦是认

知损害的重要影响因素，饮酒量越大，画钟试验、

MoCA 总分、视空间执行及抽象概括能力得分越

低。流行病学研究发现，饮酒量与酒精性认知损害

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，随着饮酒量的增加，酒精性认

知损害陡然增加[7，12]。

酒依赖不仅损害患者的认知功能，而且还引起

大脑结构持久性或可逆性改变，受损部位包括大脑

皮层、海马、小脑、胼胝体等，具有局部功能——结构

定位关系[13]。这种神经结构性改变的不同步性可解

释神经心理测验中认知功能损害的不同步性。既往

研究认为，酒精性认知损害可影响患者对自身症状

的认识和对治疗的依从性[14]。因此，临床工作中及

时发现酒依赖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，了解其发生发

展规律及相关影响因素，进一步采取有效干预措施，

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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